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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起］
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

岩本 通弥
IWAMOTO Michiya

翻译 ：王 京

前言―问题的框架

　　首先我想以俯视的视线设定一下我们为期两天的日中韩三国国际研讨会“普普通通的日常/变动

不居的日常―为何思考，怎样把握，如何记录?” 的问题框架。

　　美国的日本思想史泰斗哈利•哈如图涅（Harry D. Harootunian）在其著作《历史的不安：近

代性，文化实践，日常生活的问题（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日文版kobushi书房 2011年）中追问了战间期世界各地对日常性

（Everydayness）展开思考的意义。

　　哈如图涅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世纪20年代〜 40年代，搅乱社

会秩序，带来变革的“日常性”这一追问（概念或思想）开始拥有迫切的意义， 认真面对这一追问的学

者，在德国，俄国等西欧以及日本等地几乎同时涌现出来。这是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中，消费

文化迎来了烂熟期的时代，也是大众拥有构建，表达自己的日常性的历史的能动性（agency）这一事

实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得以证明的时代（ハルトゥーニアン2011 ：5）。比本雅明，齐美尔，鲍里斯 ·
阿尔瓦托夫（Борис Игнатьевич Арватов 1896-1940），海德格尔等人迫近“日常这一神秘”略迟， 
在日本也出现了今和次郎的考现学，戸坂润的《风俗与思想》（三笠书房，1936年）1，而仿佛是与齐

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1930年）（クラカウアー 
1979）遥相呼应一般，日本的青野季吉也出版了《工薪阶层的恐怖时代》（先进社 1930年），以民族

志的手法描写了白领阶层的窘态（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54-55），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

性发展的一个侧面。而就同时代性而言，他认为柳田国男等人创建的民俗学这门学问，也是在同样

的视线中产生的2， 将之置于思想史上相互关联的宏大视野中加以把握。

　　哈如图涅指出，各种潮流的共通之处在于“挽救业已失去的质性的时间，以知性的形式复活为

科学与资本所损害的直接的主体性经验的努力”（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6）。近代资本主义作为

意识形态的最大特征，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是“均质而空虚的时间”（ベンヤミン2015 ：61）（《关

于历史概念》1940年）。而哈如图涅以日本作为事例分析了现代性（近代）3 对于非西方地域的意义，

强调了超越本雅明的理解：即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均质，而是包含中心-周边不均等结构的全球性同时

代体系。这一认识与其说是宏观结构论4，不如说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中微观场面的生活经验及其

话语，是生存于不均等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而获得的经验（樹本 2011 ：276），他称之为“日常性”，并

指出在日本以外的非西方社会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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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活”―研究对象/生活变化与生活改善

1. 比较史视线下的生活改善运动
　　本研讨会第一部的主题是“生活”，目的是以生活变化，生活改善为对象，通过对20世纪20~30
年代在日中韩几乎同时显出雏形，二战后各自发展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研究，以及与

包含冲绳5 ，台湾6 的东亚各地区的比较，关注其同时代性与异质性，从而全面把握战后日常史性质

的生活变化。

　　在日本，一般认为这些运动是战后在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开始的，以农业改良

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7 为促进者（facilitator）的参加型开发运动8 。然而1934年蒋介石政府倡导

的“新生活运动"旨在通过衣食住行改革实现强国的目标，而先于日本内地实施了“生活状态调查”9 
的当时的植民地朝鲜，为了对抗总督府自上而下的教化政策，1929年在朝鲜日报社的主导下兴起了

“生活改新运动”10 。我们希望如果加入比较对照史的观点，我们就能够对这些运动进行俯视的，多

角度的探讨。

　　变革身边的日常这一动向，是战后韩国“新村（새마을）运动”的底流，在日本，1941年的《国民

礼法》也对起居，动作等做了详细的规定。二者间的异质性当然显而易见，但其中也存在着某种倾

向上的平行关系。聚焦于不值一提的，身边琐碎“生活”的这些运动，无疑对于人们的日常是一种搅乱，

对作为对象的日常产生了较大的革命性影响。

2. 多领域对生活改善运动的兴趣
　　近年，关于“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不仅在民俗学，也在其他多种多样的学问领域有了更

多的研究成果。我们研究团队的渊源是田中宣一编《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事业与新生

活运动》（農文協 2011年），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出版发行了大门正克编《新生

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経済評論社 2012年），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

深町英夫的大作《规训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岩波書店 2013年），也继段瑞聪

《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6年）之后，开辟了研究的新境界11 。
　　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正如刚才提到的两本书的书名一样，主要指二战后的农村事

业及运动。例如认为1934年蒋介石开展的“新生活运动” 只是与1955年鸠山一郎首相提倡的“新生活

运动”名称一致而已，这样缺乏理解的状况还占据统治地位，令人遗憾。如果将中国，韩国，殖民

地时期的朝鲜，台湾的生活改善运动，以及战后冲绳的同类运动放在一起思考，不难看出这是东亚

近代共有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动向。本研讨会的特色在于不把各国的运动视为各自无关的现象，

而是放在东亚近现代发展中进行相对化的把握。在日本，“生活改善运动”一般包括总理府系统新生

活运动协会的“新生活运动”与作为GHQ农村改革的一环，为实现农村民主化而于1948年开始的农

林省系统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在改善的现场，二者并无区别）。

　　也有学者把战间期文部省的“生活改善事业”，或是开展类似事业的内务省的“民力涵养运动”，

以及1932年开始的农商务省的“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等包含在内，这种情况下，一般把1920年
设立的文部省外围团体“生活改善同盟会”看作其起点。其目的是从服装，饮食，住宅到社交礼仪等

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与合理化，都市中流阶层（新中间层）的居住生活的改善被视为是其最主要的对象

（久井 2004， 2012），普遍认为这些运动与前述两本书所论述的二战后的农村运动之间存在着背离。

　　另一方面，例如产业组合中央会等官方团体也开展过类似的事业，各府县或市町村政府也直接

组织过改善事业，为了实现生活的改善而组织半官半民团体的例子不在少数，而像经济学者森本厚

吉于1922年创立的“文化普及会”那样以民间推动的方式开展生活改善运动的例子也为数甚多（久井 



日常と文化　Vol.5（2018.3） 75

[问题提起]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岩本）

online）。而先于“生活改善同盟会”存在过的，提倡节约减省及废除虚礼的报德社运动，町村规约调

查运动以及地方改良运动，如果想视为具有同一倾向的运动也并非不可能。综上所述，确定生活改

善运动的“外延”并不容易，但在此我希望重视“生活”这一词汇12 作为Life，Leben等西欧语言的译

词进入近代日语中时的本义。

3. 聚焦“生活”与“普通人”的日常变革
　　“生活”的基本含义是生存而活动，或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即使是长寿，如

果不把“生”的品质当做关心的问题，也难以大量出现“生活”这一概念（森本 1921 ：4; 中嶌 1974, 
1975）。日本近世的类似表述有“渡世，生业，活计”等，但都只是为了生存下去的方式与手段，或

是将人的一生视为从生到死的直线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内务省主导的“民力涵养运动”13 ，将“培养勤俭力行之美风，增加生产之

资金，谋求生活之安定」（直线为笔者所加）作为五大纲要之一。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不仅有在地方

改良运动中常常强调的作为儒教道德的“勤俭力行”，还出现了“生活”一词。不再停留于之前的观念

论，而是正视现实人们的生活，将之视为可以改良的客体之时，生活才能显示出实体性的面貌。换

而言之，大战后随着工业化的正式展开以及城市人口的激增，居住于大城市的“生活艰难”的新中间

层，即仅依靠工资为生的薪金生活者的出现，孕育了“生活”这一全新的概念（岩本 2011）。一方面，

家庭收支调查，国势调查等对“生活”进行定量分析的技术得到开发和应用，而另一方面，民俗学作

为运用与之相对照的手法，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学问领域，也在各国诞生（バウジンガー 2005 ：
95）。柳田将民俗分为“生活外形/生活解说/生活心意”三部，他将《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以下，世相篇）

终章的标题定为《生活改善的目标》，颇具启发性。在本次研讨会上，我希望重视民俗学起步时的这

一设问的意义。

　　在致力于提高“普通人”之“生”的这些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民众自己也具有主体性的参

与其中，重复着日常的实践。在殖民地时期的朝鲜，为了对抗总督府的教化政策，由朝鲜日报社主

导的“生活改新运动”及东亚日报社的“到民众中去（v narod）运动”等，便是其典型。人们的生活是

不会仅凭自上而下的政策就轻易变化的，日俄战争之后的地方改良运动也致力于风俗改良，极力宣

传废除虚礼，修订或废除旧历，普及卫生观念，但收效甚微，不得不寄希望于下一时代的运动。而

这些运动则不同，是由“普通人” 进行的居民主体性参与的，具有创造性和社会良心的生活实践运动，

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只有通过超前促进人们的消费观念，这一变革才能够得以实现。农林省的农

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只不过是促进者。而在以战后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为“参加型开发”

之模范事例的开发经济学或开发人类学的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开发时应用日本经验而获得成功

的事例也告诉我们，推动事业的归根结底是“居民”的内发的动力。我们也不能忘记日韩中等国经济

快速增长的背后，正是无数“普通人”能动，个性化（vernacular）的实践奠定了其坚实的基础。

4. 为何是“日常习惯的改善”
　　GHQ希望战后不久重新结成的青年会或妇人会能够彻底革除“国防妇人会”那样的御用团体性

质，重视培养不盲从于指导者的，能够自主“思考的农民”。对于经济快速增长期的历史，例如洗衣机，

吸尘器，电视机，电饭煲，电冰箱等的普及，也许仅从家电企业角度，比如发明与市场营销活动来

论述的研究将大量涌现，但至少我们民俗学者，从生活者的角度，正耳闻目睹着那些容易被埋没于

经济快速增长的阴影之中的“普通人”的生活实践。

　　然而那一代人已经进入高龄，采访当事者，将之作为课题，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他们认识到自

己是农村民主化的主人翁并积极改善身边的状况，大约只限于1950年前后到60年代前期。在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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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积极参与继承了战前运动的“新村（새마을）运动”的那一代人数急剧减少。在中国大陆，国

民党转移到台湾后人民公社承担了生活改革任务，但1978年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公社在1983
年之前就解体了。在之后的未伴随口号的时代，“普通人”是如何将生活秩序化的14 ，这是重要的研

究课题。这些都最终将与现在的“此时，此地”相连，但深町提出的问题应该首先得到具体的讨论，

即在国家陷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国难之时，为什么会发动改善从举止动作到日常习惯这样看上去是

表面的，琐碎的问题的运动，并且能够动员大量民众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呢?（深町 2013：7-8）。
　　安装简易自来水系统，驱除苍蝇，蚊子，老鼠等家庭害虫，改造厨房（如改良灶台等），开办烹

饪讲习会，开展浴室，厕所，排水改良等保健卫生事业，倡导遵守时间，改良起居行为，简化婚丧

嫁娶年节等仪式，打破陋习，以至于开办计划生育，避孕方法的指导讲习会等，运动的活动多种多

样，而这些与农林省的生活改良普及员及农业改良普及员，厚生省的保健妇等各种要素的关系，其

具体情况已经变得模糊。这些活动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按照怎样的发生机制和顺序，进入各个地域，

各个家庭之中而被消费的?通过日中韩的比较对照，哪些是一致的，又有哪些是不同的?我们希望能

够对“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进行详细的记述。韩国的“新村（새마을）运动”，日本没有苍蝇蚊子的生活，

中国的厕所革命，在年代与具体状况上各不相同，但都是“普通人”致力提高自身之“生”的运动，通

过自觉地把握已经司空见惯的身体动作等极为平常的日常“生活”这一领域，而促使自身的“生”更具

活力，这是值得称道的同时代的“新纪元”。

2，“日常”―核心概念/各自的接受与发展

　　第二日上午的第二部，主题是“日常”，考察这一概念在日中韩各自的接受与发展。本研究项目

进行至今，一直未对“日常”这一概念予以明确的定义，这是因为考虑到有着多样的接近方式—正

如哈如图涅为我们展示出的宏大图景一样—，不愿限制其范围。但毋须讳言，在其背景中是有着

德国民俗学的“日常”概念的（李 2015）。
　　“日常（alltag）”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从1970年法尔肯施泰因原则以后到80年代末左右，

得到较大发展，卡罗拉•利普（Lipp 1993）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在与社会学，历史学的交集之处，日

常文化的研究变得日益丰富。在“工人文化（Arbeiterkultur）”这种在日本还颇为生疏的领域，其研

究成果的积累，也与“日常”概念有着共鸣。各国的国情对日常研究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就我知道的事例，比如韩国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日常生活（살림살이）研究及其资料库，相关

情况我曾做过介绍（岩本 2015; 金 2016），在此不再赘述，而只想介绍一下市立的首尔历史博物馆

的相关研究与展示。2014年到2017年的特展中，除了以我们上次研讨会的主题高层集合住宅为对

象的“公寓人生”，还有“首尔的肉店”，“请回答!1994年及之后的20年”，“新林洞的青春—考试村

的日常”，“印刷世界—仁岘洞印刷一条街”，“ 公寓森林北首尔”，“南大门市场”等一系列大胆的

组展。博物馆每年都会几乎定期的举办数次关注日常或是日常史的特展，从其韩语版主页，可以免

费下载这些展览的展示目录（e-book）。其中“新林洞的青春”描写了预备学校及其学生居住生活的街

区的日常，作为民族志十分出色。

　　什么是民俗学中的“日常”?以下简单引用海尔加・根特（Helga Gerndt）的德国民俗学入门书的

内容。

　　“民俗学是研究较广范围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视线投向过去及现在的文化表现。民俗

学追问的，是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会成为理所当然。即，与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

验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在过去以及现在塑造自我这一存在的。”（根据法桥量日文版翻译）（Ger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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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5）
　  不仅仅是追问日常生活，这里包蕴着追问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日常化）的视线。我在相关报告中，

将再次关注阿尔布雷希特•莱曼（Lehmann Albrecht）的“日常的叙述”15 。不仅仅是“普通人”司空

见惯的生活这一作为（研究）对象的日常，在此，也包含着如何把握（埋没于日常之中）的“理所当然”

这一作为方法的日常的问题。德国的“日常”，在各国民俗学的接受情况不尽相同。到底有着怎样的

接受的形式，希望本次国际研讨会能够成为大家相互切磋的平台。

3，“世相”―研究方法/如何把握，记录变化的日常

　  第二日下午的第三部，主题是“世相”，讨论我们如何从方法上把握，记录变化着的日常。从根

特的定义中也可以知道，应该采取的是关注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的，包含着变化的接近方式，但问

题在于无论我们如何对“此时，此地”进行民详细的族志式的记述，转眼间它就将变质，成为“过去

的那里”。笔者也在都市民俗学的名下，关心着每时每刻的现在，但时代是变化的，观察和结论无

法长久，是最大的烦恼所在。

　  而另一方面，提起“世相”，当然是指柳田世相篇中的那个“世相”。该词最初见于斋藤隆三的《元

禄世相志》（博文馆 1905年），是新造出来的词，在中国或是韩国是没有这个汉语词的。意思相近

的汉字圈内共通的词是“世态”，但“世相”作为新词，主要是想指示时代精神，社会状况或风俗中共

通的时代特征，或整体面貌（“相”）（岩本 2002）。柳田也称其世相篇是“作为描写社会之变化，即

风俗之书而作”（柳田 1954 ：3），可以说这一用语是聚焦于变化不居的日常的，变化这一侧面的。

　　“此时，此地”这一稍瞬即逝的日常，和“追究其与眼前新现象之间联系的路径”（柳田1993 ：
19）的世相史意义上的日常，怎样才能相互结合起来?为了避免前者的研究变成时间不定，现住所不

明，所在地不明的民族志，我们有必要对此展开具体的讨论。

　　除了日本的几位，其他报告者也许对日常的变化或世相的言及较少。但大家讨论的“生活世

界”“生世界”“空间实践”等概念，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与外界的联系，生活本身就

无法成立，因此从这些考察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个人，也能看到与个人相联系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

活世界”不仅仅是处于判断以前的，知觉性的直观的环境，也是主观与他者共生的相互主观，间主

观的交流所编织的，具有文化沉淀的日常实践累积而成的世界。

结语

　  仅凭本次的讨论，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此时，此地”留下足迹，正是哈如图涅强调的“日

常性Everydayness”，能够改写我们未来的活生生的经验。

　　哈如图涅说“都市的日常性生产出来的各种记号，作为生存的现在的个别的经验与其历史性差

异的特征，应该理解为‘残像’，是过去‘现实化（actualise）’的痕迹—现在在其中以新的不同的配

置而现实化”（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54）。换言之，“残像”是“过去‘现实化（actualise）’的痕迹”，

而现在在不同的配置下现实化，即生活实践对文化16 地方性（vernacular）的再配置。

　　“日常性所包含的意义，是‘此时’使待机于现在的过去现实化的方法。这不是海德格尔所谓的‘曾

在（Gewesenheit）’，而是‘虽被忘记，但又无法忘记的东西’”（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 ：55）17 。
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的理解：“使待机于现在的过去现实化的方法”，是指以“过去=文化”为参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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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 在2000年 刊 行 的Overcome by Modernity ：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日文版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中的论述更

为具体详实。该书与以日常性思想的世界史视野下的

同時代性为宏大主题的《历史的不安》，可以看作是相

互呼应的姊妹篇。

2 关于柳田，比起（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11），《国民的

物语、亡灵的出现―近代日本国民主体的形成》（ハル

トゥーニアン 2010）中以柳田及民俗学为中心展开了

更为详细的议论。他高度评价了柳田《都市与农村》、《明

治大正史世相篇》等一系列著作，但也在注4所述的意

义上，在与折口信夫并置的脉络中，将民俗学定位为“亡

灵的出现"。
3 哈如图涅及其译者区别使用了“现代性modernity”与

“近代”。在以河上彻太郎等13名评论家于1942年举

办的座谈会“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前述Overcome by 
Modernity一书中，他认为“近代这一词语，掩盖了艺

术、文化、政治等体制的固有性”（ハルトゥーニアン 
2007 ：viii）。

4 他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分断以及碎片化的生活中，

“产生了虚伪地保证能够重新获得一体化的话语。指向

‘永恒'这一理念的冲动，在工业化逐步发展的20世纪

20~30年代，通过马克斯 · 霍克海默所谓‘崇高的自我

欺骗'，正像在纳粹对民族共同体永存的确信，或是在

相信超越历史的理念或是价值能力的观念论哲学中可

以见到的那样，得到了具体的表现”（ハルトゥーニア

ン 2011 ：7）。
5 根据加贺谷真梨的研究，二战后在美军USCER统治

下的冲绳开展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在以大学为

普及事业的据点等方面，受到了美国式Home Living 
Improvement Research and Extension Program的

较大影响（加賀谷 2017）。在日本本土，二战前以欧洲

国家的生活合理化运动为模式的生活改善运动成为基

础，二战后与农林省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及总务省

系统的“新生活运动（简朴生活）”相连接并展开的。

6 关于日本殖民地时期以台湾原住民为对象的生活改善

事业，请参照（山路 2004）。
7 最常见的说明是，在GHQ的指导下，以农民生活的合

理化为目的，通过1948年的《农业改良助长法》（法律

第165号）的实施，由农林省推广到全国的。

8 近年这些模式也被开发人类学式的加以应用，在东南

亚、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开发现场，都出现了改善运动。

（太田 2004）对此有详细论述。

9 朝鲜总督府的《生活状态调查》，其地域篇从1929年的

水原郡起共刊行了7册，进行了计量性的地域分析。在

台湾，也先于日本本土的国势调查，于1904年开始了

“临时台湾户口调查”。

10 作为日本殖民地统治下的运动，1932年开始由朝鲜总

督府宇垣一成推进的“农山渔村振兴运动”影响巨大，

但1929年朝鲜日报社开展的“生活改新运动”及1931年
东亚日报社开始的“到民众中去（v narod）运动”的启蒙

性质的刺激，以及受其触动而发展起来的民众运动也

有着重要意义。前者开始时强调“增进健康、节约消费、

废除虚礼、早起运动、色衣断发、普及常识”等6大项目，

但不久变化成为“文字普及运动”。后者的主要目的也

在于识字与数学启蒙，但都在总督府的压力下夭折了

（松本 1996; 宮本 1998）。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

这一时期，总督府中枢院对家庭中的儒教式冠婚丧祭

等仪式进行了整理及规定，于1934年颁布了《仪礼准

则》，为1973年朴正煕大总统时期制定的《家庭仪礼准

则》（大总统令第6680号）所继承（丁 2014），对今天

韩国的民众生活依然有着影响。

11 此外，在社会设计学领域，有（小関 2015）这样聚焦于

专业主妇主导的改善活动的考察，而社会教育学领域

的先行研究（久井 2008）在思考对象的外延方面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建筑学领域关于生活改善运动的论文，

从大正后期就以展示都市新中间层的生活“模范”而展

开，可以说不胜枚举。在此，只提一本，即论述今和

次郎的（黒石 2015）。
12 聚焦于生活的议论，在关于生活改善的先驱性研究（中

嶌 1974）之后，似乎进展不大（本稿脱稿后，参阅了久

井2016）。“生活合理化”这一词的流行，根据小关孝

子的研究，是从1930（昭和5）年开始，关东大地震之

前的生活改善运动为了让生活过得更有文化，也积极

鼓励消费与娱乐，但在地震后其论调转向了对质朴生

活的提倡（小関 2015 ：89, 64）。
13 所谓“民力涵养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五大项目

为核心的各种事业的总称，以1919年3月床次竹次郎

内相下发给各府县知事的训令为契机展开。请参阅拙

稿（岩本 2008）。
14 与中国人民公社的连续性，以及之后的未伴随口号的

生活改良实践这一课题，得自田村和彦氏的教示。

15 关于莱曼，请参照（Lehmann 2010）（岩本、法桥、

及川編 2011）。

注释

现在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人们的日常实践与现实。为了不让过去成为恶灵，我们必须以日常性的“此

时，此地”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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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起]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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